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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村民的社会参与
及主体性建构研究

———以中国西部 Ｌ 村抖音使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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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贵州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伴随着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以及互联网的增速降费政策的逐步落实， 乡村中的个体

在技术的赋权下重获传播主体权力。 以刚接通宽带的西部一村庄中老年用户的抖音使用为例， 探讨互联网

在乡村下沉与渗透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参与度以及文化主体性的变化。 研究发现： 乡村中老年用户利用抖音

等应用凸显个性的同时也催生出他们与年轻人建立社交空间的欲望。 此外， 新的媒介还给予他们为本土文

化代言的权力， 更能让观看者体会乡土文化中 “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真实一面， 也为乡土文化的发掘提供

了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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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市场的不断下沉与渗透， 数字化交往空间在乡村得以延伸与扩展， 乡村与现代性之间

的文化隔离状态正在被改变。 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 打破了以城市为叙事主体的话语

传播模式，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区隔状态。 由于技术赋权， 视频生产与传播

的技术门槛降低， 原来仅仅由大众媒体单向生产和传输影像世界的单一模式逐渐被打破， 短视频已经

成为人们日常表达的重要形式。［１］随着城乡网络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 乡土资源为短视频生产与传播提

供了另一片天地， 其中一些关于乡村的内容勾起了城市用户对乡土记忆的眷恋， 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

往。 这是脱离实体物理空间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成功美学事件， 对乡村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有所 “隐

没”， 并且对乡村形象的自我重塑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 普通乡民生活那些并无深度美学的视频内容，
与个人境遇、 自我情感抒发、 媒介体验的改变、 交往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等密切相关。 年

轻人的离去导致乡村社区的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中老年群体已经成为乡村人口的主体部分， 他们参

与短视频拍摄与观看， 一方面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精神文化生活体验， 另一方面， 他们用短视频建立起

了新的线上交往空间， 同时互联网也正改变着他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

二、 关于乡村传播、 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文献梳理

在人们以往的思维定式中， 乡村往往与隔绝、 慢节奏等 “前现代” 社会状态相联系， 而 “数字化”
总是和链接、 全球流动与快节奏等 “后现代” 状况相勾连。 然而， 这两个从传统农耕社会到后现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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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社会线性历史观中看似 “风马牛不相及” 的概念， 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奇妙地、 历史性地结合在了一

起。［２］随着互联网对个体社会关系的逐渐渗透，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受众主体性的问题， 网络受众主体性

的发展有利于建立积极健康的媒介生态， 同时也对网络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对现代民主制度的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３］ 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新的传播形式给传统文化重焕生机带来了新的可

能。 刘楠、 周小普认为： 在农村互联网普及和农村网民增长的背景下， 农民在自我主体表达、 新 “身

体叙事”、 商业逻辑 “异化” 之间博弈和调适， 发挥农民的文化主体性， 挖掘乡村内生力， 有利于乡村

文化传播新生态的建构。［４］在媒体融合趋势下， 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乡村旅游短视频必须充分发挥各种媒

介形态的优势， 进行整合传播， 通过拓展信息覆盖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一方面要将优质短视频内容借

助传统媒体如电视、 广播、 报纸进行二次宣传， 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全面拥抱新媒体， 建立族群式传

播渠道， 让乡村旅游品牌在微信、 微博等新媒体渠道获得集中式的曝光。［５］ 目前学界对乡村传播的研究

都源于两种研究范式———发展传播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乡村传播学研究范式。 其中， 发展传播学遵循内

在拯救的逻辑， 主张让乡村接触和使用现代媒介， 从而解决乡村发展问题， 使乡村实现现代化； 乡村

传播学则是在向人类学寻求借鉴的同时， 一方面强化了传播学的乡土情怀， 另一方面又借鉴了人类学

“他者化” 这一根深蒂固的弊端， 所以乡村传播必须对人类学范式进行超越。［６］

　 　 主体是一个与文化权力相关的学术术语。 福柯认为： “主体有两层意思： 屈从于他人的控制和依赖

关系， 并通过良心和自知之明依赖他自己的身份。” ［７］ 可见， 权力和自由是 “主体” 中的核心意涵。 学

界最早探讨农民主体性概念的是赵泉民， 他认为： 农民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
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８］黄琳认为传统农民主体性发展

到现代主体性经历了近代起点以前的阶段、 以传统为主但有发展可能的阶段、 以传统为主而转向现实

性阶段、 现代主体性为主但仍受传统影响阶段以及现代主体性完全确立等五个阶段。［９］ 主体性按构成要

素可以分为经济主体性、 政治主体性、 社会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等， 而目前学界探讨最多的是农民的

道德主体性与市场主体性。 如田瑞华探讨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农民道德主体性问题， 指出应发挥

农民自主性、 能动性、 创造性的道德主体作用， 推动新农村建设。［１０］钱莉探讨了农民市场主体性， 认为

农民市场主体性的确立是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 提高农民个人素质是确立农民市场主体性的有效

途径。［１１］

主体性之于媒介和受众而言， 在大众传媒时期的受众主体性已不能和社会化媒体时期同日而语。
隋岩、 常启云认为， 社会化媒体是媒介发展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变革， 它不仅将人们带入一个众声喧哗

的群体传播时代， 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群组织方式， 即围绕群体认同所构成的共同体。 与传统媒介时

代不同， 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促进了个体主体性意识的崛起， 导致了话语权力的变迁和传统认同危

机， 同时也重构了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群体认同模式。［１２］技术赋予个体表达的权力， 也让群体在媒介

中建构对自己的形象认知， 张鸣对互联网女性广告的研究发现， 要改变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偏颇的问

题， 必须要从提升媒介的社会道德感、 责任感， 强化媒介作为信息 “把关人” 角色的功能作用的同时，
还要注重基于媒介与女性发展的互动性， 注意提高女性自身的素质。［１３］可见， 网络不仅促使媒介技术的

变迁， 也让社会结构和知识观念有重构的可能。 吴飞面对互联网发展浪潮， 也强调学科建设者的自主

性问题， 他认为人与技术之间似乎总存在着隐形的较量和张力， 面对信息传播技术如此快速地发展，
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概念框架、 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都需要重构， 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未来方向

也应随之调整， 而学科教育者应主动反思这些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１４］

而文化主体性常常与民族传统文化、 国家发展、 民族振兴等较为宏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 “文
化主体” 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之中的有意识的个体或者个体的自我意识， 也可以是社会文化自成其类的

社会整体或文化群体，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文化 “权力和话语” 的持有者。［１５］ 在乡村中， 文化的主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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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民。 对乡村和农民的关注不能只是体制与制度的完善， 更要让来自乡村的声音和生活形态以他们

自身的方式进行媒介呈现， 发挥其主体性意识， 使其走上历史的前台。 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强调的

文化自觉， 他认为， 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 即对现代化的 “自主的适应”， “文化自觉” 指生活在

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过程、 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

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 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

地位”。［１６］人是文化的存在物， 苗伟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 人类始终处于主体地位， 起着主导性的作

用。 人之文化主体之所以为主体， 就在于人之主体存在是 “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具有能动性、 自觉性

和创造性。［１７］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学者们意识到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性， 文化遗产和

文化景观构成其显性记忆与符号表达， 而社会结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其隐性基础与活力象征， 综

合而成文化生态区。 保护和振兴文化主体性， 需基于文化自觉， 处理好 “保人” 与 “保文化” 的关系，
避免 “见物不见人”。［１８］

通过这些研究与论述， 为我们看待短视频与乡村关系提供了多种视角。 但是， 目前学界还无人涉足

乡村中老年人与短视频相关方面的研究， 这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地方。 对于乡村中老年人来说， 他们

接触短视频是否有不同的使用和呈现？ 短视频对于他们来说被赋予了怎样的功能和意义？ 新的媒介形

态在激发他们的社会参与及文化主体性方面有无更多可能？ 为此， 本文试图对刚接触短视频的乡村中

老年人进行探访， 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三、 对乡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的形象勾勒

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一个刚接通宽带的 Ｌ 村 Ｍ 组为研究对象。 该村现有常住人口 ４０８７ 人， 茶叶是

其主要的经济来源， ２０１９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３５０ 元， 下辖 ８ 个村民小组。 其中 Ｍ 组共有常住人口 ８５０
人， 中老年人 ６３５ 人， 占比 ７４􀆰 ５％， 其余多为学龄儿童。 笔者选取居住较近的 ２０ 户村民进行观察与访

谈， 这样更有利于观察与分析新媒介在这种以人际传播为主的乡村场域中所发挥的作用。 笔者了解到

该地常住居民年龄集中在 ４５ 岁至 ７８ 岁之间， 大多是 “生于斯， 长于斯”， 其中 ６ 位有过外出务工的

经历。
２０１９ 年春节期间， 该组基本实现了宽带户户通， 告别了以往通过 “锅盖” （电视广播卫星信号接

收设备） 接收外部世界信息的媒介使用方式。 他们当中有 ３ 位是文盲， １１ 位接受过小学教育， ６ 位接

受过中学教育， 其中 １５ 位的子女在外务工或求学。 １７ 位访谈对象主要的任务除了务农还要照顾孙子，
他们的生活节奏和模式基本保持着传统农民的生活样态。 自从村里通了宽带， 基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手机上除了一些惯常通用的软件外， 还有让他们感觉与观看电视完全不同体验的手机应用 ＡＰＰ———抖

音， 抖音带给他们不同的媒介体验。 这样的媒介体验不仅正在重构他们的关系结构和形态， 还激发起

他们对新媒介的接触欲望。
在对这 ２０ 位短视频用户进行观察和访谈后， 笔者将用户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 并从中找到

三位代表人物 （表 １）， 他们代表了乡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的大致的使用习惯和类型。
表 １　 受访者的媒介使用及特点

姓　 名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抖音日使用时长 使　 用　 特　 点

杨昌会 ４８ 岁 初中 ２—２􀆰 ５ 小时

杨代表着村里每天使用抖音时长较多 （ ２ 小时以

上） 的群体， 他们除了在抖音上观看和评论喜爱的

内容， 有时还会将习得的才艺发布在平台上， 他们

更注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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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抖音日使用时长 使　 用　 特　 点

张招生 ４５ 岁 小学 １—１􀆰 ５ 小时

张主要是村里男性抖音爱好者的代表性人物， 他们

不像女性酷爱展示歌舞等才艺， 而更爱拍摄一些生

活点滴和自然风光， 他们更注重分享。

张朝林 ７５ 岁 文盲 ０􀆰 ５ 小时

张是单纯的抖音内容观看者的代表， 媒介使用欲望

较为单一， 抖音成为他们了解亲人与获知新鲜事物

的平台， 其媒介接触行为较为被动。

　 （一） 依然年轻的杨昌会①

杨昌会是村里发抖音比较多的一位， 村里人都看过她的舞蹈视频， 是村里的抖音 “红人”， 还是村

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妇女。 ３５ 岁时她的家庭遭遇变故， 后来与老潘相识重组家庭。 谈到拍抖音， 她的

情绪瞬间高涨起来， 她第一个视频是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 由于经常在抖音上看到城里人伴乐舞蹈，

于是自己也跟着视频扭了起来。 刚开始还有些难为情， 后来点赞评论她视频的人越来越多， 收到的赞

美让她逐渐找到了自信， 村里人有时见面还会请教她跳舞和拍摄技巧。 她谈及一次让她难忘的经历：

那天穿着新买的淡粉色长裙， 在自家的客厅录制新学的舞蹈动作， 录制好后配上文字 “岁月无情， 几

经沧桑， 好像变回当年模样”， 优美的舞蹈配上文字， 让她收获了三百多个赞和六十多条评论。 其中一

条让她备受鼓舞： “优美曼妙舞姿跳出了女人的韵味， 定不输当年风采。” 这是来自她小学学习较好的

同学的评论， 她们已有十几年没有相见。 这种夸赞的评论让她在抖音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乐趣， 此后每

天茶余饭后她都要花近两个小时来观看别人的舞蹈视频和排练自己的舞蹈。

儿子和女儿长大后都不在自己身边， 一年只能见一两次， 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和老潘四眼相

对的生活。 自从村里通了宽带以后， 村里人逐渐开始玩抖音了， 像我现在算得上是村里的

“老玩家” 了， 偶尔女儿在评论里叫我注意身体， 心里还是好过点， 儿子不经常主动与我联

系， 但是前几天 还 在 给 我 评 论， 也 叫 我 注 意 身 体， 我 当 时 特 别 感 动， 我 觉 得 我 是 对 不 起

他的。②

杨昌会总给人阳光朝气的感觉， 她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起自己的过往和辛酸， 她玩抖音也不仅仅是

为了找回年轻， 找点娱乐， 更多时候是想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找到属于她们这个年纪的肯定与赞美。 她

现在抖音粉丝已接近 ３０００ 人， 大多数与她素不相识， 但她珍惜他们的每一个点赞和评论， 她还与云南

一位年龄相仿的女人成了线上 “闺蜜”， 两人经常私下交流舞蹈技巧， 觉得精彩的视频还会互相转发。

虚拟空间里的友谊让杨昌会收获了感动， 让她们的社会交往欲望不再因地区的闭塞而被阻隔。

（二） 名扬村外的张招生

张招生是观察和访谈对象中最年轻的一位， 刚 ４５ 岁出头的他是村里最早玩抖音的人， 他也是村民

小组组长。 张招生建了一个村民微信群， 平时不管大事小情都在这个群里面通知， 没用微信的就在田

间地头口头传达一下， 偶尔也会在微信群里转发他认为幽默有内涵的抖音短视频。 最近有一件让他觉

得特别高兴的事： 前几天去镇上赶集， 集市上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突然叫住他说： “我在抖音上看见

１３

①
②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下同。
笔者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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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你， 你拍的抖音挺不错的， 我有关注你哦， 没想到你也是这里的人。” 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自

己的抖音视频还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些 “名气” 的。 翻看他拍摄的视频内容和点赞喜欢的视频内容发现，

他拍摄的 ９１ 个视频当中， 有近 ６０ 个是记录自己农忙生活的点滴， 其余部分或是转发幽默励志视频， 或

是全家出游时拍摄的自然风景视频； 在他喜欢的视频列表中， 绝大多数是亲朋同乡拍摄的视频， 他认

为这也是维持友谊及邻里关系的方式之一。

抖音不仅改变了他们平时的娱乐方式， 更挑战着他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 在谈到抖音推送的内容

时， 他选择了辩证看待这个 “花花世界”， 一些短视频确实增长了他们的见闻， 但是还有一些视频他对

其嗤之以鼻， 比如总有一些女人衣着暴露对着屏幕扭动身体， 他觉得这是极其低俗的， 对社会有不良

影响。 有一次他的妻子发了一条穿着睡衣唱歌的抖音， 他看到后立刻打电话让她删除， 他觉得看抖音

和拍抖音都要有一定的底线。

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视频， 但是有时候打开总会出现一些我觉得比较低俗的视

频， 而且还获得那么多的点赞， 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 这种视频就不应该发出来。①

看到好看的视频他总会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或微信群里， 他觉得好的视频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他

拍抖音时不爱虚假做作， 而是把生活的有趣点滴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他觉得这就是他的日记。

（三） 屏幕前期盼的张朝林

张朝林是本次观察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与老伴一起生活在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 是村里

的精准扶贫对象， 左邻右舍有时也会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张朝林儿子常年在外打工， 有一

个 ５ 岁的孙女， 他现在最牵挂的就是随父母外出的孙女。 年初村里安装宽带， 本不打算安装的张朝林拗

不过儿子的劝说， 最终花了 ４００ 元购买了一年期的宽带使用权。 刚开始他对数字电视与智能手机的使用

极不熟悉， 后来在邻居的多次指导下， 才学会了电视转台和拨打电话。 邻居还帮老张下载了抖音 ＡＰＰ，

他在抖音上经常看到儿子发的视频， 有时还会看到可爱的孙女， 看着两年没见面的孙女， 老张两眼泛

起了泪花。

以前我和儿子通电话要去村口的张老师家借用他家的座机， 后来买了按键手机， 勉强学会

了拨打电话， 但是根本看不到他们， 总觉得少点什么。 现在有时在抖音上还能看到他们， 只要

健健康康的就好。②

他的关注列表里只有儿子一人， 最期待儿子更新视频， 有时在上面看到推送的搞笑视频， 还会笑不

拢嘴， 并将搞笑有趣的内容作为与同乡的谈资。 他与老伴也想拍两个视频让儿子看看， 但是对智能手

机操作的不熟悉导致他们一直是抖音里期待的看客。 研究者帮助两位老人拍了第一条抖音， 在门前大

枇杷树下， 老两口表情木讷， 面对镜头有些许羞涩， 最后还是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们希望这个没有文

案、 没有背景音乐的 １５ 秒视频儿子能看到， 这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个视频影像， 却承载着满满的思念。

通过对以上三个较有代表性的抖音用户的观察与访谈， 发现他们除了享受新媒体带给他们更有接

近性的媒介体验外， 还利用这些媒介互动巩固和延伸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结构。 当乡村中的多数个体在

抖音中逐渐建立起一个线上社交场域， 那么村民就会主动在这一场域中保证自身线上社会关系的 “在

场”， 这也是村民利用新媒体进行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的动因所在。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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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短视频使用带来的村民社会参与度的

提高以及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一） 短视频使用激发出更加主动的社会参与及主体性建构

社会参与是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提供社会互动关系的介入程度。［１９］社会参与也是衡量乡村与现代

主流文化契合的程度。 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变迁， 乡村社会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绝对的真空。［２０］ 乡村

中的中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以地缘与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交往关系， 他们并不像年轻人在社会

参与中拥有多样的媒介接触欲望。 他们通过拍抖音短视频不仅与同乡亲朋建立起线上交往空间， 还与

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远方 “陌生人” 建立起共通的意义空间， 视频里点赞和评论就是村民在新的场域里

所进行的社会互动， 对新的社会关系进行自我调适。 访谈对象中， 有母亲因为抖音而与多年未联系的

儿子进行简单的寒暄， 母子关系渐渐缓和， 短视频成为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 在收获欢乐的同时， 也

给这对母子建立起新的情感连接方式。 在他们的视频中， 媒介形象与本真的农民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 视频内容与都市语境有些许契合， 新的媒介也重构着他们新的媒介接触欲望。 面对一直以来受都

市主流群体凝视的乡村场域， “农民” 从淳朴的 “伯伯” 形象转变为底层群体的代名词， 乡村形象引发

了乡村的集体焦虑。 戴杨认为 “被看见的权利” 是基本的人权， 而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为人们

提供了一个 “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权利” ［２１］ 。

乡村里的中老年人通过短视频展现他们的活力， 在另一个社会空间中展示自身的价值。 改革开放

以来， 乡村里的青年人一批又一批赶赴沿海地区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 留下父母和儿女守着故乡。 随

着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各项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村里的中老年人有了更多打发闲暇时光的

娱乐方式， 他们也开始接触社交媒体以寻求与年轻人新的情感连接方式， 他们通过镜头在新的场域中

展现着主体性建构。

笔者研究的这群乡村中老年村民中， ６ 人有外出务工的经历， 其余大部分村民一辈子都生活在村

庄里， 他们的社会关系很难突破地缘限制， 与在外务工的儿女只是偶尔电话联系。 他们希望跨越因

年龄界限带来的种种交往壁垒， 以新的形象与年轻人建立起新的对话空间。 一位访谈对象的女儿对

笔者说： “母亲有时候穿着我的衣服拍抖音， 还让我和她一起拍， 拍好后让我转发她的短视频， 有时

候感觉她比我还年轻。” 他们在短视频里抒发着对年轻岁月的追忆与眷念， 而不是希望社会将他们放

到 “固定的、 已成成规的角色” ［２２］ 中去， 他们运用短视频与乡村的闭塞做抗争， 用镜头实现自身的

主体性建构。

一方面， 他们利用抖音在相同年龄层用户中通过自身的兴趣爱好凸显自己的个性， 讲述自己的故

事， 使他们线上线下的交往关系得以叠加与融合， 抖音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个体性建构平台。 另

一方面， 中老年人在利用抖音进行群体的主体性建构的同时， 也在促进乡村形象的主体性建构， 他们

挑选具有一定美感的拍摄地点， 身着干净整洁的服饰， 模仿着城市群体的媒介内容生产， 种种场景与

人物特点正在消解城市群体对乡村固有的认知结构。 总之， 比起传统媒体时代的他者叙事模式， 数字

媒体时代让不同生活空间与不同阶层的个体能自我建构媒介话语， 让每个群体的媒介形象更加多元。

融合了多元文化的抖音或许在消解社会二元对立关系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互联网如今正在朝着万物

互联的方向发展， 然而， 最动人的还是那充满温度的关于人的故事。 抖音的初衷是 “美好”， 我想这应

该是所有互联网从业者和用户的价值取向———人与技术的结合才能创造人类命运的美好。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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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短视频平台展现的乡村文化主体性

交互式的新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他们为本土文化代言的权力， 这是政治赋权、 经济赋权之

后的能促进乡村中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赋权， 媒介上的乡土文化景观不再是以他者视角叙事与感知

的 “阳春白雪”。 如今乡村村民利用短视频这种新媒介呈现个体对本土文化的实践， 更能让观看者体会

乡土文化中 “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真实一面。 笔者在一位研究对象的抖音视频中看到大量关于她 ８１ 岁

母亲采茶、 制茶、 烘茶等展现本土传统文化的视频内容， 视频中的老母亲凭她自身的记忆还原过去手

工制茶的工艺步骤。 可见， 乡土的个人记忆和本土文化在与短视频 “相遇” 时， 技术变成了留存乡村

记忆的手段， 这些记忆将时代背景、 个人境遇与本土文化杂糅在一起， 催生出新的文化景观； 同时也

展现出个体对技术的自我适应与革新。 在笔者调查访谈期间， 正值该村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 活动期

间， 村委会管理人员发动村民利用社交软件与短视频应用为活动做宣传， 据该村村委会副主任介绍，

在为期 １０ 天的活动中共吸引游客超 １０ 万人次。 笔者在现场看到， 不少游客会打开抖音对展演的传统技

艺进行拍摄，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活动的曝光度。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得益于新媒体对乡村

的赋权， 还有政府在激发村民对传统文化关注方面的赋能， 村民利用抖音将自己平时知而不熟的传统

技艺 “搬” 到线上， 既促进了自我与视频观看者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知， 也使这种线上社会关系释放

出新的能量。 这需要媒介满足村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交需求， 这也是激发村民接受数字新媒

介能动性的重要前提。 实现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前提是对本土文化的 “自知”， 之后才能谈适应与革新。

诚然， 要想让文化走近人心， 不仅需要技术的赋权与制度的赋能， 还需要让人的线上媒介体验与社交

欲望得到双重满足， 才能让文化以较为本真的形态走近媒介， 走向世界。

过去的中国乡土社会， 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力主要是靠亲属或熟人的社会关系供养， 这样的社

会结构是乡土社会文化主体性得以延续的载体， 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 “亲

属制度” ［１６］（３８７－３８８） 。 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乡村， 政府将乡村振兴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在这过程中， 乡村

面对不同于传统生活观念的现代性元素， 也会在亘古不变的传统中形塑着适应时代的生活方式与文化

传承路径。 在笔者探访的研究对象中， 有两位研究对象将祖辈流传下来的农事谚语编成顺口的歌谣呈

现在抖音上。 如遇季节变化时唱起： “五月南风满大水， 六月南风河也枯； 小暑南风十八朝， 晒得南山

草也焦。” 遇天气变化时便会唱起： “云随风头跑， 云跑东， 雨落空； 云跑西， 披雨衣； 云跑南， 雨成

团； 云跑北， 好晒谷。” 配上具有民歌特色的背景音乐， 这些农事谚语不仅滋养着他们生活着的这片土

地， 也同样为数字媒介内容生产提供了另一种文化底色。 数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再造的动机

与平台， 他们将这些原本乡村中口口相传的 “文化碎片”， 经过自身的 “加工” 使其以另一种方式传

承， 充满乡村特色的视频内容也会引起城市群体中拥有乡土文化基因用户的怀念与反馈， 村民在这种

“线上激励” 下也增加了其进行再创造的能动性。

联想到乡村一直以来被生产、 被改造、 被表征、 被言说的历史宿命， 乡村短视频的出现意味着深刻

的空间生产问题。［２３］短视频激发了村民进行媒介内容生产的主体意识， 让他们成为更为主动的文化实践

者。 只有让媒介融入他们的生活， 利用媒介进行自我发声， 才能让他们主动自我记录并参与到文化实

践以及文化传承中来， 让传统文化不再只是作为传统媒介中存在的历史底片。 短视频让传统文化以更

加鲜活的姿态示人， 让其成为屏幕中与生活里仍在延续的生活切片。 费孝通先生主张文化发展的方向

应该是 “中和位育” ［２４］ ， 即文化主体应在道德层面上发展自我、 减少冲突、 增进理解、 促进交流， 这不

仅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舞台， 也适用于快速发展的城乡之间， 文化主体性就是 “中与西、 古与今、 城与

乡、 同化与异化” 二元关系中的根脉与灵魂。 虽然乡村的 “出场” 方式仍然会受到主流话语与技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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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的影响， 但是浸润着乡村文化的媒介内容仍能在以城市主流群体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媒介空间中寻得

一方天地， 逆向 “哺育” 城市主流群体对乡村文化的需求。 抖音总裁张楠对抖音怀揣的期望是让抖音

成为未来观察现在这个时代表达的载体， 承载时代情绪的全民媒介。 笔者认为，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

字媒介或能成为记录乡村记忆的 “乡村脑”， 人们以主动、 本真的态度记录生活， 数字媒介便成为文化

传承、 演变、 发掘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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